
編寫“亡國”歷史記憶
———徐鉉《吴王隴西公墓志銘》之

興亡敘事與李煜論定

張鑫誠

　 　 【摘　 要】本文以墓志銘爲媒介，期以探析趙宋官方對待降
君之態度，透視南唐降臣入宋後的處境與心態，進而側觀趙宋君

臣如何回憶並編寫征服南唐的歷史記憶，以及如何詮釋被征服者

的政治地位。本文鈎沉徐鉉受宋太宗命爲李煜撰墓志銘背後複

雜緊張的政治背景，發現徐鉉在把握趙宋官方統一南唐的立場

時，也存故主之義，使之同時具有特殊的文學與史學價值。徐鉉

構建南唐國亡乃天命所歸的敘事模式，既淡化李煜亡國之君責

任，又尊奉揄揚了趙宋承天受命的正統性。徐鉉還粉飾歷史情境

中趙宋侵略的主動性，同時還將國覆責任推之於離間趙宋、南唐

關係的吴越。而著重敘述南唐被代表正統的趙宋所併，也源於太

宗朝對“太平”這一統治目標的追求。徐鉉在對李煜形象與功業

進行蓋棺論定時，突顯李煜對内以古道馭民施行仁政，對外謹藩

國之度；藉之促使降臣群體再次認同南唐被趙宋征服的歷史事

實。徐鉉繼承“燕許”碑取實録的寫作要旨，客觀指出李煜治國時

的弊端，也隱含反省規箴之意。在銘文中以騷體描述李煜既葬勒

銘的過程，以典奥淒婉之風抒發哀悼；且運散入駢，顯出雄辭逸

氣。徐鉉實對北宋文壇具深遠影響，以該文爲取徑重新審視徐鉉

駢文價值，明晰北宋廟堂文章倡古道、守法度、重氣格的文學風尚

實有源自宋初徐鉉之跡。

【關鍵詞】李煜　 徐鉉　 南唐　 墓志銘　 宋代駢文



一、前　 　 言

太平興國三年（９７８）七月壬辰，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９３７—９７８）卒，追
封吴王①。徐鉉（９１６—９９１）現存《騎省集》中，收《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
封吴王隴西公墓志銘》一篇（以下簡稱《吴王隴西公墓志銘》），墓主即是李

煜。關於這篇墓志銘的寫作背景，魏泰《東軒筆録》之記載最爲人所樂道：

太平興國中吴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吴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

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跡，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

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

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

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

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

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吴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

臣稱鉉之忠義。②

通過了解歷史情境中徐鉉的南唐降臣身份③，結合魏泰之記載，我們已然可

以想見，徐鉉受命爲故主寫作墓志銘的尷尬處境與寫作難度：太宗讚賞徐

鉉忠義的同時，何嘗不會懷疑徐鉉是否仍心念故國。考之史傳，徐鉉在南

唐危亡之際諸多忠義之舉，如在趙宋陳兵壓境時，能不以自身安危爲念，與

宋太祖激烈辯論④而在國亡入北時，面對宋太祖的責難，也正色不畏死亡保

持江南大臣的氣節⑤。也正因如此，太宗對徐鉉及其後學始終保持距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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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元）脱脱等《太宗本紀》，《宋史》，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５年版，卷四，第 ５９頁。
（宋）魏泰撰，燕永成整理《東軒筆録》，鄭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卷一，第 ２１１ 頁。現徐鉉
集中所載的是《吴王隴西公墓志銘》，並非神道碑。

宋太祖開寶四年（９７１），南唐去國號“唐”，自稱江南，以表臣服。爲免混淆，本文仍以“南唐”指
稱李煜與徐鉉的故國。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４年版，卷一七，《太祖開寶八年》，第 ３６２頁。
李昉《大宋故静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工部尚書東海徐公墓誌銘》：“及（徐鉉）歸朝，太祖盛怒，

責之曰：‘吾向與汝言，何謂弗達于汝主？且拒抗之罪，皆汝所爲！’公頓首謝曰：‘臣爲江南大

臣，而其國滅亡，抵此死有餘罪，餘復何言！’太祖于是歎息曰：‘忠于所事者乎！汝當 （轉下頁）



心不免保持疑問：汝事我是否如事李氏。因此徐鉉入宋後在直學士院任内

制之職，後判尚書都省，始終遠離權力核心，顯然緣於太宗對於南來降臣的

不信任①。然而在李煜已逝的時局下，徐鉉已入仕宋朝多年，寫作時必需站

在趙宋官方統一南唐的立場上著墨，不能過分迴護故國；但同時若過分詆

毁故主，則於自身“忠義”之名節有損。可見李煜墓志銘的寫作，稍有不慎

即可能導致嚴重的政治後果。

基於《吴王隴西公墓志銘》的文本發生情境：作者、寫作對象、讀者之

間，都存在著複雜的政治背景，從而使之成爲一篇具有特殊國家意志内涵

之墓志銘。目前學界還尚未有任何專論研究此篇，僅偶有考訂李煜死亡情

境時參藉此篇作爲輔證，或是研究徐鉉詩文時概略性瞻涉是篇②。該篇墓

志的文本建構過程與藝術特徵，以及文本背後折射了怎樣的政治歷史情境

皆未能被仔細抉發，實有遺珠之憾。誠如柯慶明指出碑文作爲文學之特殊

性在於其媒介能夠保存久遠，永久記憶成爲其預設的性質和功能；因而其

讀者顯然不拘於特定對象，甚至含有感動後世讀者的期待③。這篇碑實質

上也代表了北宋官方對於李煜的評價，以及如何詮釋南唐被征服的當代記

憶，從而留下許多值得探尋的疑問：首先宋太宗爲何特敕徐鉉爲李煜撰碑？

實際上恐未必僅如筆記中所言，只因徐鉉其詳知李煜事跡，趙宋官方應有

著更深的政治考量。作爲降臣身份的徐鉉墓誌中如何詮釋南唐的政治地

位問題？徐鉉在墓誌中既懷有故國之思的同時，又有對故國人、事之反省，

那麽在寫作故主墓志銘時，如何平衡並表現二者？降臣身份與趙宋政治環

境，又如何影響徐鉉對故國興亡歷史過程的認識？是否會對他的撰述意向

産生作用？徐鉉是否又會發展出特殊的觀念、論述，用以理解、詮釋故國之

興亡？

此外，從宋代文章學、駢文學的角度，《吴王隴西公墓志銘》實也是被歷

代文家所注重的名篇。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稱：“所撰李煜墓銘，婉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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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接上頁）事我如事李氏。’命坐，存撫甚厚。”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３册，上海：上海辭書
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卷四八，第 １７５頁。
張維玲《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７１—７２頁。
施懿超《沿溯燕、許，風氣初開：徐鉉駢文研究》，《浙江理工大學學報》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９４４—
９４８頁。魏瑋《論徐鉉入宋后文章———兼與高教版〈中國文學史〉商榷》，《唐山師範學院學報》
２０１１年第 ６期，第 １３—１６頁。李振中《徐鉉及其文學考論》，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９９頁。



體，文鑒取之。”①四庫館臣承陳振孫之意，《騎省集》提要云：“後吕祖謙編

《文鑑》，多不取儷偶之詞，而特録此碑，蓋亦賞其立言有體。”②可見後世目

録學家撰寫提要時對此墓志銘的重視，可見兹文影響流傳之廣。同時明清

以來幾部重要的駢文選本皆有收録此篇③，包括王志堅《四六法海》、王先謙

《駢文類纂》、高步瀛《唐宋文舉要·乙編》。同時現代學者的論著中對此篇

也有所關注，吕思勉、程千帆、張仁青等在論述宋代駢文時，皆敘及徐鉉在

宋代駢文史上的一席之地，並皆舉該篇墓志銘爲其代表作④。

陳彭年爲徐鉉集做序時稱其“蔡中郎之所自許，則有太丘之碑；潘黄門

之所用工，獨是荆州之誄”⑤，即盛讚其碑誄之情意真切。四庫館臣稱徐鉉：

“才高學博，文沿溯燕許，迥然孤秀。”⑥吕思勉也稱徐鉉之駢文：“雍容大

雅，尤爲一時之冠。南唐後主之卒也……其文措辭得體，極爲當時所稱道。

今一循頌之，誠穆然見燕許之遺風也。”⑦由之可見，徐鉉身處五代之末，駢

文寫作卻並不直接繼承晚唐，而是繼承盛唐時的燕許大手筆，這應當與其

在南唐及入宋之後臺閣之臣的身份有關。吕思勉説通過這篇，足以“穆然

見燕許遺風”，然今之學子若非諳熟唐宋駢文者，恐亦感抽象。因此本文也

將以《吴王隴西公墓志銘》爲例，分析徐鉉駢文如何“沿溯燕許”，補充宋初

駢文史之一隅。

因此本文在開展研究時，力圖還原文本的背景———時代政治背景、徐

鉉個人知識學術背景。而後開展文本細部的解讀，考察文本如何反應時代

政局、人物風貌。還應注意文史參證比較，墓誌與史傳書寫立場與筆法的

差異，認識趙宋官方對李煜（獻國之主）的評價。最後再通過考論徐鉉對

“燕許筆法”的承襲，闡揚此篇的寫作藝術。通過以對《墓志銘》的解讀爲媒

介，在回應前文問題的同時，期以探析趙宋官方對待“降君”之態度，透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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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卷一七，第 ４８８頁。
（清）永瑢等《騎省集》，《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年版，卷一五二，第 １３０５頁。
惟李兆洛《駢體文鈔》基本只收唐代以前的駢文，故未見。

參見吕思勉《宋代之駢文》，《文學與文選四種·宋代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２２頁）；程千帆《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 ５３３頁）；張仁青《中國駢
文發展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３８０—３８２頁）。
（宋）陳彭年《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集序》，見《全宋文》，第 ９册，卷一八七，第 ２２８頁。
（清）永瑢等《騎省集》，《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第 １３０５頁。
吕思勉《宋代之駢文》，《文學與文選四種·宋代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２２頁。



唐降臣入宋後的處境與心態，進而側觀趙宋君臣如何回憶與編寫征服南唐

的這一段“歷史記憶”。

二、故國南唐興亡之敘事

不同於一般墓誌以墓主生平爲敘事核心，由於李煜南唐國主之特殊身

份，《吴王隴西公墓志銘》則以南唐國的興亡作爲主體敘事綫索，因此重點

即在於徐鉉如何既尊奉大宋統一南唐的正統性，又保持南唐和李煜的尊

嚴。本節考察徐鉉如何建構南唐國滅的過程，並比照其與史傳記載有何異

同，以此觀照徐鉉在墓志銘中的藝術匠心。

（一） 國運與國滅之定調： 推言曆數有盡，天命有歸

徐鉉開篇没有像許多宋代散體墓志銘那樣直接書寫人物名諱，而是對

李煜、南唐的命運，進行了一個天命性質、蓋棺定論式的終結，在開篇起到

了定調作用：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

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

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①

在開篇首聯中，注意到徐鉉對於“天命”視角下政權更迭的論述，並非單以

李煜爲中心：不能守國的“善守者”指的自然是李煜，而徐鉉“聖人無外”的

論述則起到了爲亡國之君開脱的作用；而“主其祀”的“善繼者”則顯指趙宋

君王。實際上李煜墓志銘的寫作，延續國祚興亡之議題，構建了雙綫的敘

事的脈絡———主綫即是南唐（李煜），副綫則爲趙宋（太祖、太宗）。

也應注意到後代評家，也多從“蓋運曆之所推”角度讚揚徐鉉作文之

“有體”，《東軒筆録》載：“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曆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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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徐鉉著，李振中校注《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吴王隴西公墓志銘》，《徐鉉集校注》，北

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６年版，卷二九，第 ７９３頁。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第 ２１１頁。



四庫館臣在評騭《宋季三朝政要》時也説該書卷末論宋之亡時：“忽推演命

數、兼陳因果、轉置人事爲固然、殊乖勸戒之旨。殆欲附徐鉉作李煜墓誌之

義而失之者歟。”①頗可見徐鉉該文推言天命的筆法，對後世之影響。包括

在銘文部分，徐鉉也寫道天命與國祚之關係：“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

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②《毛詩·雲

漢》云“天降喪亂，饑饉薦臻”③，徐鉉在銘文中化用《詩經》之意，隱含了天命

不在南唐故有喪亂的敘事模式，而後敘南唐等待著順應天命，甘願作爲附屬

固守一方。徐鉉藉用經典中對於“天命”與“國祚”交互影響的論述，將國家

動亂、稱臣歸順皆歸之於天。歸結到歷史情境下，也强化趙宋政權合法性。

徐鉉在墓志銘敘事中“推言歷數有盡”，至少有三方面的緣由。首先自

然是作爲舊臣追敘故國必須“立言有體”的考量。此時距離南唐國滅僅僅

三年，不便過多將亡國罪責歸於舊主，歸之天命則淡化了李煜作爲亡國之

君的罪責，起到墓志銘安慰死者之作用。這種舊臣心態不僅見於徐鉉，隨

後主入宋之南士亦或多或少有之。太平興國二年（９７７）鄭文寶撰寫《南唐
近事》記録南唐人物時，僅止於描述他們的風格和品格，卻無意將之放在功

過效應的框架中褒貶，一如他對南唐國勢的變化，傾向於認定是天命所

定④。另一方面該文作於太宗太平興國三年（９７８），也有著迎合趙宋初年强
調“天命有歸”政權合法性之政治氛圍之意圖。宋太祖（９２７—９７６）去世時，
太宗（９３９—９９７）以哀弟身份所作的謚册文寫道：“三靈睠命，兆庶樂推，既
應天以順人，乃變家而爲國。……無爲而治，讓德于天，四登圜壇，告類上

帝。神功聖德，冠絶古今。”⑤可見在總結太祖功業時，將其承北周禪讓，並一

統四海之功業，歸之於上天的顧命，並且也敘述太祖四次南郊祭天，以顯揚政

權之合法性。宋太宗即位初期，懷著擔心被質疑得位不正的憂慮，也必須再

次强調趙宋王朝與自身的承天受命。根據宋初科舉中太平封禪主題賦頌、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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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七，第 ４２８頁。
（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 ７９５頁。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毛詩傳箋》，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８ 年版，卷一八，
第 ４２４頁。
李卓穎《從委諸天命到追究責任———南唐舊臣入宋之後的歷史認知與書寫》，《漢學研究》第 ３８
卷第 ２期（２０２０年 ６月），第 １６４頁。
（宋）趙光義《太祖謚册》，（宋）宋綬、（宋）宋敏求編，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

局 １９６２年版，卷九，第 ３８頁。按此文實乃沈倫代筆。



僚進獻升平詩等活動，可以推知自太宗即位初期，已有封禪的計劃①。期望完

成前代皇帝未竟志業，並且更加宣揚趙宋的合法性。同時在降國之主的墓

志銘書寫“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等天命因素，也有著爲了接下來的統一事

業做宣傳的效果。宋太宗在太平興國四年（９７９）攻滅北漢，同年移師幽州，
意圖北伐契丹奪回燕雲之地，顯示他急於完成太祖留下的統一任務②，以鞏

固王朝的天命正統至無以撼動的地步。最後，可能也與亂世之下弱國臣

子，自身國運有數的天命觀有關。徐鉉爲李煜《御製雜説》所撰的序云：

“屬者國步中艱，兵鋒始戢，惜民力而屈己，畏天命而側身，静慮凝神，和

光戢耀。而或深惟遂古，遐考萬殊，懼時運之難并，鑑謨猷之可久。”③李

煜執政晚期，將自己的著述集結，令徐鉉作序。而在開寶二年，南唐已經

向趙宋稱臣，三年後趙宋即發兵全面進攻南唐。因此此時南唐君臣皆已

感“國步中艱”，産生了亡國的憂患。徐鉉爲後主的《雜説》作序時，透露

出後主著作可以長久流傳，然國運恐怕已經難以長久之意。已然可見徐

鉉在南唐的時候，對於國家與君王的命運，已帶有“天命”“時運”思想的

悲觀視角。

（二） 國勢消長之雙軌敘事與“太平”意識
在歸結天命之後，徐鉉即遵循墓志銘的傳統寫法，將視角投射到作爲

墓主的李煜身上。然雖如此，徐鉉卻將南唐與趙宋的國祚相承而書之，呈

現雙軌筆法：

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

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

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淳耀之烈，載

光舊吴，二世承基，克廣其業。

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

同。故我舊邦，祗畏天命，貶大號以禀朔，獻地圖以請吏。故得義動元

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酅存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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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張維玲《宋太宗、真宗朝的致太平以封禪》，《清華學報》第 ４３卷第 ３ 期（２０１３ 年 ９ 月），第 ４９１—
４９２頁。
蔣復璁《宋遼澶淵之盟的研究》，《宋史新探》，臺北：正中書局 １９６６年版，第 １０４—１０７頁。
（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一八，第 ５３４頁。



侯之國，曾何足貴？①

明人總結唐宋墓志銘的寫作要素有十三：“凡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

三事焉：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夀

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②徐鉉此篇《吴王隴西公墓志銘》十三事

皆無遺漏。並且由於李煜是昔日國君的緣故，所以本篇墓誌銘異於尋常碑

誌文體制的是，在交代李煜的籍貫之後，順而開始敷寫唐代“載祀三百，龜

玉淪胥”的國祚興亡，突顯南唐是繼承唐的正統而立國。

在與李煜地位身份類似的吴越王錢俶（９２９—９８８）之墓志銘中，錢俶舊
臣慎知禮也有對於吴越興國事跡類似的書寫③。由於吴越國是由唐末杭州

本土豪强錢鏐所建立，初以保衛鄉里起兵，而後攻吞叛唐的越州董昌及附

近州郡，朱温篡唐之後首封吴越王，此後便雄據江南。所以在墓志銘中書

寫吴越國祚時，只能寫“唐季不嗣”，而錢鏐“式遏寇虐”，顯然就没有李煜的

墓志銘那樣從“皇天眷祐，錫祚于唐”到“宗子維城，蕃衍萬國”那樣得國來

得名正言順。

儘管據正史所載，南唐的開國國君李昪本身並非真正是李唐後裔，而

是起兵之後自稱爲唐憲宗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孫④。然總歸“宗子維城，蕃衍

萬國”對於南唐來説成爲被建構的傳統，自然也附著在末代國君李煜的墓

志銘中。徐鉉十分强調，南唐的國祚承繼唐代而來，儘管比起“五代”正統

地位尚有不如，但足以作爲昔日李唐的别支而得到尊重。以之顯示入宋的

南唐舊臣不同於他國降臣，暗示了趙宋征服南唐，也是對於李唐天命的繼

承。而後書寫主體從南唐轉入趙宋之興起，“玄貺冥符”便給予了宋承天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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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 ７９３頁。
（明）王行：《墓銘舉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３年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１４８２
册，卷一，第一頁上。

慎知禮《大宋……追封秦國王墓誌銘》：“王諱俶，字文德，彭城人也。唐季不嗣，我烈祖武肅王

啓五諸侯霸，式遏寇虐，世位以德。我顯考文穆王率十連帥□，□□王家，有志四方，克開厥後，
世勳顯矣，盟府存焉。”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３ 册，卷四二，第 ６５ 頁。另值得注意
的是，爲錢俶撰墓誌銘的慎知禮，同樣是吴越國舊臣，與徐鉉之於李煜的身分相當，或説明趙宋

在對待“降主”的事跡論定時，有相對一貫的方式。因與本論文論述主旨關涉不大，兹不詳論。

《宋史·慎知禮傳》載：“知禮幼好學，年十八，獻書干俶，署校書郎。……太平興國三年，從俶歸

朝，授鴻臚卿。”（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七，第 ９４４５頁。
（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４ 年版，卷六二，《南唐世家·
李昪》，第 ７６７頁。



命的色彩。事實上宋初對於趙宋是承繼哪一朝作爲正統，衆臣爭執不一。

“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即敘述趙宋繼承後周的正統，可見徐鉉仍是讚成以

實際政權的更迭來作爲正統的傳遞，即持“數姓相傳”的意見，這也與史傳

中他上疏的意見相合①。而後徐鉉突顯南唐“祗畏天命”而“禀朔”，疊以

“魯用天王之禮”等典故，都是爲了突顯趙宋建國之後，“寰宇將同”的正統

性，也暗含了南唐終將被一統的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徐鉉在墓志銘中著重敘述南唐被代表“正統”的趙宋所

併吞，這恐怕與太宗朝時期對“太平”這一統治目標的追求有關②。根據隋

唐之封禪經驗，王朝一統是宣稱太平的重要條件③。而即使未收復燕雲，趙

宋君臣也在努力建構“太平”④。當李煜被俘入京時頗爲憂恐，郭守文即寬

慰他説：“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可見當時即

使一介武將亦知王朝的“太平”理想⑤。而徐鉉在雍熙元年（９８４）回顧趙宋
國祚時，也努力聲稱趙宋已經達到“一統”“太平”，可見徐鉉對於經營“致

太平”也頗用心⑥；無論這是出於其士人“生預太平”的價值追求，或是爲了

追逐政治地位而對太宗的迎合。甚至陳彭年總結徐鉉之生平時，也談到如

果徐鉉是撰封禪文章的最佳人選⑦，或許這也代表了徐鉉的“致太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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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史·律曆志》：“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趙垂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爲金德，若梁

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爲金德。’……常侍徐鉉與百官奏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前

載，具有明文。頃以唐末喪亂，朱梁篡弑，莊宗早編屬籍，親雪國讎，中興唐祚，重新土運，以梁室

比羿、浞、王莽，不爲正統。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有宋，運膺火德。’”

（元）脱脱等《宋史》，卷七〇，第 １５９６—１５９７頁。
張維玲在《渴望封禪———宋太祖、太宗朝對統治正當性的追求》一章中，詳細論述了趙宋開過君

主爲了確保政權正當，持續有著期許宣告王朝“致太平”的目標。太祖、太宗朝通過外交軍事手

段努力安定邊境，同時君臣配合求治内政，並意圖藉封禪之禮以宣告太平。見張維玲《從天書時

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第 ２１—３５頁。
《隋書·房彥謙傳》：“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唐）魏徵、（唐）令狐

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３年版，卷六六，第 １５６６頁。
《續資治通鑑長編·太祖開寶九年》載：“二月己亥，群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曰：

‘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第 ３６４頁。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太祖太寶九年》，第 ３６１頁。
《續資治通鑑長編·太宗雍熙元年》徐鉉等人上奏：“天造皇宋……於今二十五年……日盛一

日，年穀豐登，干戈偃戢。若於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皆上天降祐，清廟垂休，致

成恢復一統之運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第 ５７６頁。
陳彭年在《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文集序》：“聖上方欲恢千年之洪業，答上帝之耿光，朝諸侯而東

巡，祀介丘而降禪。若乃秦丞相之健筆，兼漢郎將之雄文，銘此成功，垂之不朽，求其輿議，公即

其人。”見《徐鉉集校注》，附録，第 ８８０頁。



因此解釋徐鉉在敘述南唐之將覆時，何以帶有厚重趙宋一統與太平的官方

立場。

（三） 山嶽崩頽，既履危亡之運： 南唐國滅過程之書寫
儘管南唐在十五年間“謹藩國之度”，然最終不免遭逢國滅的命運，墓

志銘中敘述滅國的經過並試圖進行歸責推因：

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虚月，祗奉百役，知

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隣起釁，

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壘之師，終後

塗山之會。①

“祗奉百役，知無不爲”亦正是實筆，除了常貢，李煜在趙宋每次出師征伐他

國與吉凶大禮時，也皆會進貢②，甚至國滅前一年，仍重金資敵③。因此順承

文意而來，首先李煜自己即負“怠於周防”責任，甚至輕而易舉地便被趙宋

的使節盧多遜騙去了“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户口多寡”④，導致國

土更加被趙宋與吴越國覬覦。

隨後徐鉉將李煜個人的“果於自信”，聯結至國家的淪亡：“西隣起釁，

南箕構禍”，“西鄰”乃用《左傳》典，指涉開寶七年（９７４）八月以降趙宋開始
圖謀南唐（江南國）⑤。然徐鉉在其後的敘事中則將國難的責任大部分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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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二九，頁 ７９３。
《宋史·南唐世家》載：“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即

更以買宴爲名，别奉珍玩爲獻。吉凶大禮，皆别修貢助。”（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七八，

第 １３８５８頁。
《南唐書校注·後主本紀》：“（開寶七年）冬十月，國主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

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匹、錢五百萬。”（宋）陸游著，錢仲聯、馬亞中校注：《南

唐書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卷三，第 ９８頁。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太祖開寶六年》，第 ２９９頁。
“西鄰”典見《左傳·僖公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

曰：‘不吉，其繇曰：……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

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注疏》，北

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９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一四，第 ３９２２ 頁。“西鄰”用指
江南國西邊的強鄰趙宋，此時的江南無以償受西鄰的責難。趙宋圖江南史事見《宋史·太祖本

紀》：“（開寶七年）八月丁亥，諭吴越伐江南。……甲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九

月癸亥，命曹彬、潘美、曹翰將兵十萬出荆南，以伐江南。”（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第 ４２頁。



給吴越國，“南箕”乃指吴越，源自《毛詩·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鄭

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

星之哆而又侈大之。”①《巷伯》是寺人孟子所作，本來就是由於自身被周幽

王身邊的小人讒毁，而作詩刺之②。徐鉉此處也正用此意，顯然即是指吴越

國爲搬弄讒言之奸邪③。在墓志銘中徐鉉構建了吴越國覬覦南唐，並且挑

撥南唐與趙宋的友好關係的敘事情境。陸游《南唐書》記載：“（甲戌年閏十

月）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吴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遺吴越王

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

耳。’吴越王表其書於朝④。”以至於南唐最終“投杼致慈親之惑”⑤，失去了

趙宋的信任。而後在開寶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詔李煜赴闕，李煜稱疾不行，

即所謂“終後塗山之會”⑥，兩國外交關係破裂。

南唐、吴越兩國衝突由來已久。實際上在建隆二年，李煜剛剛即位，就

上表給宋太祖，説明自己繼承王位同時表示臣服之意，同時還説明了吴越

國對南唐的軍事威脅⑦。可見李煜剛剛即位的時候，唐、越兩國關係不佳，

甚至時有邊境衝突，所以李煜在表文中表示了對吴越國挑撥離間的擔憂。

李煜輸誠表文中寫道“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而徐鉉在墓志銘中

·９２２·編寫“亡國”歷史記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漢）毛亨《巷伯》，《毛詩傳箋》，卷一二，第 ２８９頁。
《巷伯》篇首小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詩末云“寺人孟子，作爲此

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同前注，第 ２８９頁。
《東軒筆錄》中摘該篇警句，其中此處作“東鄰遘禍，南箕扇疑”。見（宋）魏泰：《東軒筆錄》卷

一，第 ２１１頁。按吴越國在南唐之東，此處“東鄰”與“南箕”二句互文，則皆指吴越國，與《徐鉉
集》略有不同。而《宋文鑑》亦作“西隣起釁，南箕構禍”，見（宋）吕祖謙編《宋文鑑》卷一三九，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２年版，第 １９４９頁。
（宋）陸游《後主本紀》，《南唐書校注》，卷三，第 １１７頁。
“投杼”即曾母疑曾參殺人，投杼而走的典故。徐鉉用此典巧妙描述了南唐與趙宋的尊卑關係，

以及因謡言而被挑撥離間的外交困境。

事見（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第 ７７９ 頁。“塗山之
會”見《哀公七年》：“子服景伯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以禹

比擬趙宋，而處於諸侯地位的南唐未能赴約。（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刻：

《春秋左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９年版，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一四，第
３９２１頁。
《宋史·南唐世家·李煜》：“建隆二年，景遷洪州，立爲太子監國，是秋襲位，居建康，改名

煜。……且奉表陳紹襲之意曰：‘然所慮者，吴越國隣於弊土，近似深讎，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

擾。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釁嫌，撓干旒扆。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

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七

八，第 １３８５７—１３８５８頁。



也寫道“投杼致慈親之惑”，來説明吴越國煽動破壞南唐與趙宋之間的關

係。此處用同樣“投杼”的典故吐露南唐的危險處境，絶非巧合，徐鉉應是

看過李煜即位時的上表，甚至也可能當時李煜所上之表即是徐鉉所擬。將

亡國歸罪於吴越，同樣淡化了死者李煜的罪責，同時減輕了趙宋作爲侵略

者的主動性，趙宋只是受到奸邪挑唆並且順天命而行罷了。

但是我們如果回歸到真實的歷史情境中，會發現戰釁之起，顯然不是

像徐鉉所寫那樣，是由於吴越國挑撥離間。從宋太祖對吴越國使節黄夷簡

的傳告中可見，趙宋原正有意滅南唐，並且脅迫吴越一同進兵，而且不要被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惑①。當時的吴越恐怕也是在大勢所趨之下，迫不

得已一同進兵江南國，吴越的宰相就進言説：“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

其藩蔽，將何以衞社稷乎？”但是錢俶没有忤逆趙宋的勇氣②。以實際歷史

情形相參照，更可見徐鉉對於趙宋主動攻滅南唐事實的巧妙粉飾，益見其

立言委婉有體。徐鉉作爲降臣，不得不將王國責任從趙宋推到吴越國，相

對保留了南唐的尊嚴，並維護了趙宋作爲侵略者“慈親”之形象。

三、存故主之義———李煜入宋、死亡與蓋棺論定

四庫館臣稱讚徐鉉能夠堅守作爲舊臣的道義，對李煜進行客觀的評

價：“以視楊維楨作明鼓吹曲，反顔而詆故主者，其心術相去遠矣。”③在南唐

滅國之後，徐鉉還書寫了李煜的入朝、境遇，以及死亡後的影響，安葬的過程

等方面，最後還對李煜作爲君王之形象進行總體的蓋棺論定。這些無一不是

作爲降臣身份需要小心謹慎的，並且還涉及趙宋官方對李煜的評價問題。

（一） 敘寫太祖、太宗對待李煜之態度
在“終後塗山之會”之後，徐鉉延續前文所採取的雙軌筆法，將敘事視

角的主角挪移到趙宋君王身上，從其中也可看到宋太祖和宋太宗對李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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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太祖開寶七年》，第 ３２２頁。
《續資治通鑑長編·太祖開寶八年》：“吴越初起兵，丞相沈虎子者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

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衞社稷乎？’不聽。遂罷虎子政事，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第 ３８８頁。
（清）永瑢等《騎省集》，《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第 １３０５頁。



不同態度，先看太祖：“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録勤王之前效，恢焚謗之

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①可見墓志至此敘事重點

主要是側重戰勝者對抗命者的寬容，然仍銘勛了李煜曾經爲趙宋出力的

“勤王之前效”，並且像光武帝一樣“焚謗”，不追究過去的嫌隙。

在淡化責任的同時，並非否定了李煜違抗天命的事實，所以徐鉉也不

忘記揄揚太祖不計前嫌的仁厚“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録勤王之前效，

恢焚謗之廣度”。這一點在銘文中也可見互文：“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

爾前哲，釋兹後至。”②此外宋太祖對李煜實際上並不十分尊重，甚至多表現

出作爲勝利者的嘲弄。筆記詩話中即記載宋太祖對李煜文學才能的肯定，

但同時也正隱含了“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的譏諷③。或

許因此，在墓志銘中關於宋太祖的書寫也就止於“寵錫斯厚”。然而徐鉉用

了更多筆墨書寫宋太宗對李煜的優待：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

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

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閲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

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之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

悲，痛生之不逮，俾殁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吴王。命中

使莅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④

可見太宗和太祖對李煜態度的差别，宋太宗不僅給李煜更豐厚的爵禄，甚

至還將李煜視作近似清客身份，與之論思文藝。

倘若再結合實際史料，也能更明晰考察太祖、太宗對於“降主”李煜態

度之差異，以明晰徐鉉撰墓志之性質。趙宋對李煜的最初處置可以參照

·１３２·編寫“亡國”歷史記憶　

①

②

③

④

（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 ７９４頁。
（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 ７９５頁。
《石林燕語》：“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

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摇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卻有多少？’他日復燕

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宋）葉夢得《石林燕語》，鄭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版，卷
四，第 １２４頁。《宋詩紀事》引蔡絛《西清詩話》云：“藝祖（宋太祖）言：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
事，豈爲吾虜也？”（清）厲鶚《宋詩紀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卷八六《李煜》，
第 ３０５４頁。
（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 ７９４頁。



《李煜除官制》①，其中也可見趙宋官方對於攻伐南唐的解釋，對待李煜即是

戰勝者的姿態，將李煜歸罪於“輯瑞不趣于朝會”，並且問罪時還頗有抵抗，其

實也都是掩飾侵吞的場面話。史傳有載：“（開寶）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詔煜赴

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②由

此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徐鉉在墓志銘書寫中，較爲淡化了李煜“拒命”“後

至”的責任。從史傳中我們也可以看見，李煜由於“頗聞固拒”，一開始十分

惶恐不安，直到趙宋官方安慰他説國家務在致太平，不會多追究責任③。

參照《長編》中太平興國三年（９７８）的記載：“（宋太宗）幸崇文院觀書，
恣親王、宰相檢閲問難。復召劉鋹、李煜令縱觀，上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

讀書，此中簡策多卿舊物，近猶讀書否？’煜頓首謝，因賜飲中堂，至醉而

罷。”④劉鋹是南漢的末代君主，與李煜身份相近。由此也可見太宗對李煜

仍帶關心。在歷史情境中，趙光義確實對李煜恩禮有加，違命侯的封號被

撤銷，改爲隴西郡公。李煜曾向趙光義訴其貧窮，趙光義於其月俸之外，又

賜錢三百萬。儘管李煜仍舊處於軟禁之中，但居處似乎頗有幾位樂工來

往⑤。同時李煜死亡時，太宗也確實爲之輟朝三日⑥，至少可見太宗對此事

的重視。再結合李煜去世時的政治考量，書寫太宗“撫几興悼，投瓜軫悲”，

恐怕也有爲準備收復北漢與燕雲失地，作厚待降主之宣傳的政治意圖。同

時李煜死亡後，墓志銘所展現出的悲傷的主人公正是趙宋皇帝，而非昔日

南唐臣民，也映射出這篇墓志銘的性質，實屬於皇權對於“降主”之觀照。

（二） 禮樂仁孝之主： 李煜形象之論定
雖然徐鉉在寫作墓志銘時使用了雙軌筆法，不過李煜的主綫地位仍然

明顯，墓志銘在敘述南唐貶號獻地的史實之後，接著一段全敘李煜治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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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趙匡胤《李煜除官制》：“李煜承累世之遺基，據六朝之故地。朕奄有天下，底定域中。苞

茅雖貢於王庭，輯瑞不趣于朝會。洎偏師問罪，鋭旅傅城，猶冀懷來，頗聞固拒。爾自貽於悔吝，

余豈忘於哀矜。是用盡滌瑕疵，併推恩渥。”收於《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七，第 ８７８頁。
（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第 ７７９頁。
《續資治通鑑長編·太祖開寶九年》：“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恚，不欲生見上，（郭）守文察知之，因

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宋）李燾《續資治通

鑑長編》，卷一七，第 ３６１頁。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太宗太平興國三年》，第 ４２３頁。
任爽：《南唐史》，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２９５頁。
《續資治通鑑長編·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壬辰，贈太師、吴王李煜卒，上爲輟朝三日。”（宋）李

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第 ４３２頁。



度、且能盡事大之禮：

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烝嘗、恭色

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耉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時。

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虚月，祗奉百役，知無不

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①

可見李煜稱臣之後，對内“以古道馭民”施行仁政，對外能夠“謹藩國之度”，

使得南唐百姓在十五年内度過一段安穩的歲月，事實上肯定了李煜治國的

功績。關於李煜以仁政治國的形象建構，徐鉉在南唐時爲李煜寫的《御製

雜説序》，恰可與墓志銘對讀：

皇上高明博厚，濬哲文思，既承累聖之資，仍就甘盤之學。鴻才綺

縟，理絶名言，默識泉深，事符影響。自祗膺眷命，欽若重熙，廣大孝以

厚時風，勵惟精而勤庶政。宥萬方而罪己，體百姓以爲心。俗富刑清，

時安歲稔。②

對讀可以發現《御製雜説序》與墓志銘中有許多重合的部分。首先都强調

李煜的治國風格源於《尚書》。墓志銘稱“欽若彝倫，率循先志”，語源自

《尚書》中“欽若昊天”“彝倫攸敘”“臨君周邦，率循大卞”③，即謂李煜能夠

恭敬地遵循天人之常道。《御製雜説序》中“甘盤就學”，則是《説命》中殷

高宗自敘身爲王子時，曾跟隨殷賢臣甘盤，學習先王之道④。或許可見在宋

初五代的君王教育體系中，《尚書》之學占有重要地位。

同時也可見徐鉉重視李煜“孝”形象的建構，並將之與治理國政相聯繫：

“廣大孝以厚時風”，“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並且强調重視“烝嘗”之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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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 ７９３頁。
（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一八，第 ５３３—５３４頁。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９ 年，影印
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依序分見《堯典》，第 ２５１ 頁；《洪範》，第 ３９７ 頁；《顧命》，第
５１２頁。
《尚書正義》，卷一〇《説命》，第 ３７１頁。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清）孫希旦：《禮記集

解》，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年版，卷一三，第 ３４６頁。



這可能也與徐鉉的政治思想有關。從徐鉉撰寫與國家祭祀相關的道宫碑

銘中，可以看出其重視“孝”對於國政的意義①。徐鉉認爲君主在宗廟祭祀

中，讓孝的精神充斥内心，如此君王之作爲將自然合乎道。施政就能實踐

堯、舜、周、孔的仁政，並且敦厚時風②。同時從墓志銘總結人物功業的考量

來説，李煜作爲亡國之君没能守住家業，事實上成爲一種不孝，或許因此也

影響徐鉉强調孝來補充其人物評價。

在墓志銘散文部分的末尾，用藻麗之辭依照體例交代夫人、兒子名諱

情況之後，徐鉉還專門對李煜進行了蓋棺論定式的總體人物形象建構，認

爲他是有道之君：

惟王天骨秀異，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

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

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以頌宣；載笑載言，不忘

經義。洞曉音律，精别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

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説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

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

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愧歟？③

首先對李煜容止上的評價，源於漢魏六朝人倫傳統，“威儀”“節度”等儀態

要求逐漸成爲士人行止的準則④。由於李煜實際上治國是不修武備，徐鉉

從以儒道治國的角度來切入評價。關於“周孔”之法其用於治國，參見徐鉉

《楊府新建崇道宫碑銘并序》中的詮説：“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君臣，有君臣然後有教化。教之大者，當由其本，則大道是已。夫道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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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鉉《楊府新建崇道宫碑銘并序》：“夫孝本因心，而宗廟簠簋所以致孝也；道本勤行，而宫館壇

墠所以尊道也。爲政者有能原聖人之旨以垂憲，崇列真之宇以薦誠，其殆庶乎！”見《徐鉉集校

注》卷二六，第 ７４３頁。徐鉉《池州重建紫極宫碑銘》：“域中之大曰道，百行之先曰孝。故孝心
充乎内，必道氣應乎外。……用於邦國，則臣節著；施於家庭，則子道光，以之爲政則民從乂，以

之薦信則神降福。”見《徐鉉集校注》卷一二，第 ４０９頁。
張維玲：《宋初南北文士的互動與南方文士的崛起———聚焦於徐鉉及其後學的考察》，《臺大文

史哲學報》第 ８５期（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第 ２０２頁。
（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 ７９４頁。
甘懷真《魏晉時期的安静觀念———兼論古代威儀觀的發展》，《臺大歷史學報》第 ２０ 期（１９９６ 年
１１月），第 ４４２—４４５頁。



中，動合於真，故能舉堯、舜、周、孔之法，奮禮樂刑政之用。”①可見徐鉉認爲

儒術德政是“道”的外在應用，從逆向推知，李煜能“始終不渝”踐行古聖的

禮樂教化，也説明他的“道有所在”，不必因爲亡國過分慚愧，體現了墓誌安

慰亡者的作用。此外也爲李煜降國試圖開解，投降於趙宋也是爲民考慮，

合乎周孔之道，同時也藉之擡升趙宋形象，趙宋能夠降服有周孔之道的國

家，是真正的天命所歸。

徐鉉還用大量篇幅建構李煜具有深厚儒學、文藝修養的形象，在《御製

雜説序》中，徐鉉也確實地記載李煜對於墳典濃厚的興趣，並且曾勸説近臣

“爲學爲文”，應當“游先王之道義”，反應了李煜儒學體系下的藝文觀②。

因此在此基礎上，李煜的述作被評價爲“窮先王制作之意”。墓志銘中也常

總結人物生平之著述，故而在李煜以儒學治國的背景下，李煜對音樂的興

趣與論述，也被涵蓋在儒家的“樂教”之内，所謂“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

淳薄之原”。同時徐鉉可能也有彰顯南唐文化的用意；南唐投降君臣入宋，

必然會與北地文化發生齟齬，然而徐鉉入宋後，以其深厚的學養與學術威

望，加上性情質直的作風，獲得了李昉、李穆、王祜等北方核心文士的敬

重③。李昉《徐公墓志銘》也記載了北方文士對徐鉉的品評禮遇，認爲他是

有道之士④。因此在南北文化碰撞的背景下，徐鉉建構昔日君主者能夠“精

究六經，旁綜百氏”的儒學之君風範，那麽其下的南唐的降臣自然也會有著

良好的學術修養，以此來提高趙宋君臣眼中南臣的地位。最後值得注意的

是，太宗後期政風頗尚無爲及對外和睦。蔣復生指出，宋前期主張因循無

爲的保守勢力，在太宗時期已初步形成⑤。可知徐鉉對於李煜“厭兵”“仁

義”的人物評價，也具有宋初無爲政風的印記。

參讀馬令《南唐書·後主書》載李煜言：“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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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二六，第 ７４３頁。
徐鉉《御製雜説序》：“其或萬機暇豫，禁籞晏居，接對侍臣，宵分乃罷。討論墳典，昧旦而興，口

無擇言，手不釋卷。嘗從容謂近臣曰：‘卿輩從公之暇，莫若爲學爲文；爲學爲文，莫若討論六籍，

游先王之道義，不成，不失爲古儒也。’”《徐鉉集校注》卷一八，第 ５３３—５３４頁。
張維玲《宋初南北文士的互動與南方文士的崛起———聚焦於徐鉉及其後學的考察》，第 １８０—
１８１頁。
李昉《東海徐公墓誌銘》：“故工部尚書李公穆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

士，惟徐公近之耳！’兵部侍郎王公祐，負才尚氣，未嘗輕許人，及見公，常言于朝曰：‘文質彬彬，

學問無窮，惟徐公耳。’”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３册，卷四八，第 １７５頁。
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臺北：文津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 １２５—１２８頁。



行也。”①陸游《南唐書·後主紀》卷末評云：“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

能保社稷。”②均可證偃王之典③，實徐鉉之有感而發。通觀誌文此段，始言

後主遵古好文，本乎惻隱之性，崇佛厭兵，以致絀於應變，復因躬行仁道，偃

文息武，遂致覆亡，結尾繼以反詰：“道有所在，復何愧歟！”則爲後主蓋棺之

辯白，如謂徐鉉下筆“存故主之義”，當在於此：此“道”非天命運曆之道，而

爲古仁人之道；惻隱之心，本近乎仁，加以“竺乾”之慈，身死國滅，雖有所

憾，終無愧於“求仁得仁”。

最後關於《東軒筆録》中魏泰載“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

歎”④，必須作一解説。根據《韓非子·五蠹》中的記載，徐偃王是被楚國所

攻滅⑤，如果這樣的話，豈不是把北宋比作荆楚蠻夷，爲何又得到太宗的讚

賞呢？實際上對於偃王事跡，還應參照更廣的詮釋體系，《後漢書·東夷列

傳》載：“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周）穆王畏其方熾，

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

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

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於

敗。”⑥由此而知，雖然把李煜比成徐偃王，但下令討伐偃王的是周天子（也

即趙宋）。並且根據李賢注引《博物志》，徐偃王雖然可稱爲仁義之君，但其

實他有著“以己得天瑞”的不軌之心⑦，所以遭到攻滅似也理所應當，徐鉉正

以此暗示了南唐的命運。徐鉉此處既將李煜之仁主形象極盡發揚，又維護

了北宋滅唐的正統性與合理性，可謂“立言有體”，令太宗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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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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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馬令《南唐書·後主書》，南京：南京出版社 ２０２０年版，卷五，第 ４９頁。
（宋）陸游《南唐書校注·後主本紀》，卷三，第 １４１頁。
《韓非子·五蠹》：“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

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

於今也。”（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８ 年版，卷一九，
第 ４４５頁。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第 ２１１頁。
《韓非子·五蠹》：“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

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

今也。”（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第 ４４５頁。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版，卷八五，第 ２８０８頁。
《後漢書·東夷列傳》李賢注引《博物志》曰：“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自

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鬭，爲楚所敗，北走此山。”《後漢

書》卷八五，第 ２８０９頁。



（三） 墓志銘“存故主之義”與論定仁主形象之背景
徐鉉在蓋棺論定時，建構李煜仁孝之主的形象，絶非僅取決於其個人

的意見態度，也必須經過趙宋官方的首肯。因此墓志銘中對李煜的評斷總

結，以及書寫太宗對李煜的優待，甚至要求由徐鉉來寫墓志銘的原因，都應

有趙宋官方政治考量下的背景。

首先應與安撫南唐降臣之心有關。實際上徐鉉被宋太宗任命來寫李

煜的墓志銘，原因絶非《東軒筆録》中説“知吴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那麽

簡單。林紓認爲此舉亦有試探徐鉉政治認同的意味在内①。徐鉉和張洎等

降臣固然學識淵博，然在趙宋政府的入仕與升遷也與他們的降臣身份有

關，趙宋延攬這些人的目的絶非單純的利用他們的才學，同時兼有籠絡南

唐諸多士子與官員之人心的目的②。例如南唐官員入宋後，在東宫擔任職

位者較後蜀等國之降臣數量爲多，可以看到宋廷對南唐舊臣的重視。宋廷

的態度也逐漸由一開始消極防備，改爲積極開放，讓降臣及子弟有更多機

會參與政權，進而保護家族利益。宋太宗大量提高科舉録取名額，爲使降

臣子弟能夠容易科舉及第，改變其身份地位，進而更加認同宋政權③。

而徐鉉在南唐時已被時人目爲“當代文宗”④，入趙宋後又深得太祖、太

宗器重以及當時名流之禮遇⑤，職是作爲南方文士的代表正合適。由徐鉉

來撰寫墓志銘，事實上促使南臣群體再次“認同”南唐被趙宋征服的歷史事

實，同時藉之體現南臣群體對征服者的順從。官方授意下的墓志銘寫作，

在美化趙宋統一大業是天命所歸的同時，也不失對故主的德政予以肯定，

同時側面肯定了南唐的士大夫群體，因之也具有了拉攏安撫南方降臣的

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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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京華碧血録》：“今李煜有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已觸太宗之忌，鉉雖不言，太宗亦決殺之。且

鉉之來，太宗亦以試鉉之心，安知左右不無偵伺之人？鉉果一語粉飾如張敞者，立可齏粉。但觀

後此李煜之神道碑，必令徐鉉爲之，正以觀其向背。”（清）林紓：《林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２０年版，第 ３册，第 ２９頁。
王翠：《北宋前期中央官僚的地域構成》，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論文，２０１２年，第 ８４頁。
林煌達：《宋初政權與南方諸國降臣的互動關係》，《東吴歷史學報》第 １２ 期（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３５、
１４２—１４５頁。
（宋）陳彭年：《江南别録》，收於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玖）》，杭州：杭州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版，第 ５１３８頁。
陳彭年《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文集序》敘徐鉉入宋後受禮遇之處境：“太祖讀豫州之檄，不責其

非；今上聽上林之文，屢言其美。由是甘泉、柏殿，重奉宸游；瑣闥貂冠，更膺天獎。王公慕義，如

見古人；名德在時，目爲耆老。”見《徐鉉集校注》，附録，第 ８７９頁。



其次也有助於安撫南唐舊地士族百姓。李煜即使投降之後羈北，南唐

百姓還是感念其仁政，李煜死後“凶問至江南，父老多有巷哭者”①，足見對

故主的懷念。在南唐滅亡後，還是有許多南唐故地如江州、吉州、袁州、宣

州及閩中等地，仍堅決抵抗②。即使通過軍事手段取得統治，數十年之内想

要安定民心也非易事。可以從一篇南唐故將蔡鵬遺孀的墓志中看到，南唐

滅亡之後，南人對南唐仍保留有政治認同。該墓志出土於現江西省九江市

德安縣，德安縣曾是南唐所轄，開寶七年（９７４）後納入趙宋版圖。宋太祖趙
匡胤以李煜拒絶來朝爲辭，出兵討伐南唐。薩夫人丈夫蔡鵬先受李煜之命

爲江州武備軍都頭，在太平興國元年（９７６）因抵禦宋軍進攻力竭戰死③。作
者鄭敏作爲薩夫人與蔡鵬的女婿，對撰寫去世於趙宋的薩夫人墓志而言，

如何記述蔡鵬對南唐的忠心，與當時政治環境無疑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④。

實則開寶六年（９７３）冬，由於趙宋進攻南唐，後主遂棄用趙宋“開寶”年號，

改以干支紀年⑤。然鄭敏在撰寫岳父蔡鵬有關事宜時，並不使用趙宋年號，

僅用干支紀年云“丙子年孟夏月二十一日，失利江城”，以此作爲對蔡鵬忠

心的致敬，可使人體察到撰者鄭敏對於南唐故國的追憶。可見即使是在南

唐已經滅國的近五十年後⑥，士人在回顧往事時，對於南唐仍存有敬意。所

以徐鉉（趙宋官方）在撰寫李煜墓志時，必須採取謹慎的態度，以不失去南

唐故臣故民之心。在李煜亡故之後，由南唐士大夫代表徐鉉來撰寫墓誌

銘，給予他仁政、仁善、孝節之評價，亦有助於安撫南唐故士。

最後從徐鉉個人的角度而言，昔日君臣之恩義也必然影響到墓志銘書

寫。《長編》記載在趙宋對南唐用兵之際，徐鉉前往宋廷求和。恰好長江上

游的援兵前來，李煜考慮到徐鉉的人身安全，特令拒止援兵進一步東下。

徐鉉備受感動説“要以社稷爲計，置臣度外耳”⑦。此事一方面提醒李煜身

爲君王“本以惻隱之性”的特徵，也足管窺君臣恩義所在。因此在太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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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吴任臣撰《南唐後主本紀》，《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０年版，卷一七，第 ２５６頁。
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太祖開寶九年》，第 ３６、３７０、３７５頁。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１６册，卷三二五鄭敏《薩氏夫人墓誌》，第 ９３頁。
仝相卿《北宋墓誌碑銘撰寫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 ６２頁。
《南唐書校注·後主本紀》：“開寶六年（９７３）閏十月，王師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
紀年，稱甲戌歲。”（宋）陸游《南唐書校注》，卷三，第 １１７頁。
蔡夫人去世於真宗乾興元年（１０２２），此碑寫作時間大致在此後不久。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太祖開寶八年》，第 ３４７頁。



徐鉉撰碑時，徐鉉特别强調“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

詔”①。徐鉉在《吴王挽詞》中寫道：“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

報，反袂泣途窮。”②儘管墓志銘作爲面向公領域且需極度審慎的文章，然昔

日蒙恩舊臣的情感並非全然被理性所消弭，正如徐鉉所敘“即隧路兮徒返，

望君門兮永辭”，“道有所在，復何愧歟”，而以一種端莊且惋惜的態度來書

寫，其情感流露在墓志銘的字裡行間。選擇由徐鉉來撰文，也符合古人對

於碑銘文章“情意真切”的價值追求。

四、《吴王隴西公墓志銘》之寫作藝術

———兼論承燕許遺風

　 　 四庫館臣稱徐鉉文章“沿溯燕、許”，吕思勉也稱徐鉉該篇《吴王隴西公
墓志銘》：“穆然見燕許之遺風。”③因此本節希望從文章學之角度，通過考

察徐鉉如何承襲張説、蘇頲文風這一文學史議題，以照見徐鉉駢文的文學

藝術特徵。

（一） 敘事： 碑取實録，不載虚善

張説爲故豫州刺史魏叔瑜撰碑，其子魏華正曾以禮答謝，張説覆書曰：

“尊豫州府君德業高遠，名言路绝，豈説常詞所堪碑紀？比重奉來旨，力爲

牽綴，亦不敢假稱虚善，附麗其迹。雖意簡野，文樸陋，不足媚於衆眼；然敢

實録，除楦釀，亦無愧於達旨。”④張説在信中也説明自己寫作碑誌文的原則

“敢實録”“不敢假稱虚善，附麗其迹”，這在諛碑諛墓盛行的中古社會，殊爲

難得。因此張説在實際的碑誌文寫作中，也能直接指出事主人生中的不

足，例如《右羽林大將軍王氏神道碑》記載碑主：“郭知運推轂河源，握符隴

右，公未登一命，事主將之旌麾；不出十年，代總戎之節鉞。”⑤表面上稱其升

·９３２·編寫“亡國”歷史記憶　

①

②

③

④

⑤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第 ２１１頁。
（宋）徐鉉《徐鉉集校注·補遺》，第 ８３５頁。
吕思勉《宋代文學·宋代之駢文》，《文學與文選四種》，第 ２２頁。
（唐）張説著，熊飛校注《與魏安州書》，《張説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３ 年版，卷三〇，第
１４２７—１４２８頁。
（唐）張説《張説集校注》卷一七，第 ８４０頁。



遷之速，實則也暗含了其亦乃因人成事，考之史傳，王君 $ 也恰好是因爲郭
知運去世，而承襲了其官爵地位①。而後也敘其自恃勇武，貪功冒進之態：

“當斯時也，躊躇攘袂，三垂可以氣壓，百蠻可以力制。即叙者，老生之常

談；和親者，豎儒之怯計；安足爲神武非常之主道哉！誓請先拔犬戎，次繫

獯鬻。”②然而可惜的是，最終王君$ 在與吐蕃作戰的過程中，遭遇回紇承宗
的司馬護輸伏兵被擊殺③。與其人生結局相參照，張説敘述其“躊躇攘袂”

的一段文字，則具有諷刺規箴的意味。在史傳中，王君 $ 對吐蕃强烈主戰，

張説上奏説王君$ “勇而無謀，常思僥倖”，稱其阻撓與吐蕃和平的緣由是：
“兩國和好，何以爲功。”④史傳的記載也恰可與碑誌相參，可見張説寫作碑

誌“敢實録”的態度。

前文已論及，徐鉉在歸結南唐滅國原因時，也没有遮掩李煜的職責，指

出他負有“果於自信，怠於周防”的責任。而在墓誌後半，總結李煜一生文

藝及治國成就時，徐鉉也直言不諱，將李煜的得失並陳：

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

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

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

亡國。⑤

徐鉉書寫李煜由於過分篤信佛教，以至於過分仁善，導致刑威不加的情形，

皆是十分客觀的實筆，史傳皆有以參證，例如《南唐書·浮屠傳》記載當時：

“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毁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

欲。’（後主）命禮佛百而捨之。”⑥並且佞佛同樣導致了損耗國家經濟的情

形，即使大臣汪焕死諫，李煜仍是固執地“仍好竺乾之教”，雖然没有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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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舊唐書·王君$ 傳》：“王君$ ，瓜州常樂人也。初，爲郭知運别奏，驍勇善騎射，以戰功累除右
衞副率。及知運卒，遂代知運爲河西、隴右節度使，遷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後晉）劉

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５年版，卷一〇三，第 ３１９１頁。
（唐）張説《張説集校注》卷一七，第 ８４１頁。
參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〇三《王君$ 傳》，第 ３１９２頁。
參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四六《吐蕃傳》，第 ５２２９頁。
（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頁 ７９４。
（宋）陸游《南唐書校注》，卷一八，《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 １３６頁。



然“（焕）言卒不用”①。由此帶來的連鎖性後果導致“法不勝姦”的用人失

當，例如任憑喜好獎用無能的文學之臣湯悦，而罷黜直諫的張洎②。後主的

用人方針也呈現“厭兵之俗”的情形，所重用的幾個人，如皇甫繼勳、劉澄、

于布、陳喬、朱令簧等，多爲阿諛諂媚、無德無才的新進之徒。然如林仁肇、

盧絳、胡則、申屠令堅、潘佑、徐鉉等傑出忠心的文武重臣，卻得不到重用，

甚至屢遭排擠打擊③。而後徐鉉書寫後主“孔明罕應變之略”，在歷史情境

中李煜在戰略上也往往表現出保守怯懦的姿態。例如廬绛就曾屢次勸説

李煜攻伐吴越國，甚至想出了詐降的計策，但是李後主仍展現出偃武修文

的態度説“大朝附庸，安敢加兵”，而没有聽從他的意見④。

以上利用史料還原墓誌背後的歷史情境，可見徐鉉在構建墓主形象

時，繼承了張説“不敢假稱虚善”的實録精神。作爲舊臣，對故主既不過分

粉飾褒揚，也不因爲降臣身分而刻意貶損，而以冷静理性態度對待並書寫，

也隱含反省、惋惜、（事後）規箴之意，也是該文千古不朽的緣由之一。

（二） 抒情： 騷體句與聯結國運身運
在墓志、神道碑中的銘文部分以騷體句抒情感懷，富於影響力者當屬

燕、許的碑文⑤。徐鉉《吴王隴西公墓志銘》在全篇末尾，以騷句起興，描繪

一代君王既葬勒銘的過程：“儼青蓋兮裶裶，驅素虬兮遲遲。即隧路兮徒

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

兮無虧。”⑥讀之慷慨悽愴，古意徘徊，“遲遲”“徒返”等語藴含了舊臣對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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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二五，《南唐·汪焕傳》，第 ３５７頁。
（宋）馬令《南唐書·後主書》，卷五，第 ４５頁。
杜文玉《南唐史略》，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６２頁。
《續資治通鑑長編·太祖開寶三年》：“（廬绛）嘗説唐主曰：‘吴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鄉導，

掎角攻我，當先滅之。’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

伐，且乞兵於吴越，兵至拒擊，臣躡而攻之，其國必亡。’唐主亦不能用。”（宋）李燾《續資治通鑑

長編》，卷一一，第 ２５５頁。
（唐）張説：《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户兮舞南

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籬墻，魚鱗瓦兮鳥翼堂，洞

日華兮皎夜光。”《張説集校注》卷一二，第 ６４０—６４１ 頁。（唐）蘇頲：《司農卿劉公神道碑》：
“躬清明兮翔廖廓，佩金紫兮富圭爵。日冉冉兮亟迴薄，歲崢嶸兮其摇落。吾將追於祖疏兮，噫

何爲而葬霍。龍山趾兮鳳城端，青靄深兮白露溥。”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

局 １９８３年版，卷二五七，第 ２６０５頁。
（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頁 ７９５。



主的眷戀不捨，但最終也只能以沉痛莊重的姿態相告别，語承《楚辭》中“豈

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的思君傳統而來①，陳彭年爲徐鉉作序時

也稱徐鉉繼承屈原風騷②。同時徐鉉《吴王挽詞》云：“倏忽千齡盡，冥茫萬

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宫。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

反袂泣途窮。”③與其銘文對讀，可觀騷體文字之抒情性，照見“鉉之忠義”

所在，呈現徐鉉入宋之後，已然以君臣身份看待自己與李煜之關係。從語

言風格而言，碑銘末尾加入騷體句，以典奥悽婉之風抒發對亡者的挽留與

哀悼，也可見對燕、許手筆之繼承。

徐鉉在墓志銘中尤有特色的是，將李煜個人命運籠罩於南唐國運的龐

大陰霾之下。當國家衰亡時，李煜個人的命運也隨之轉入低谷，除了其妻、

子即葬地的交代，墓志銘絲毫不涉李煜個人生活。這種寫作技法除前文所

論諸多政治考量外，也將個人命運置於國運的龐大敘事之下，給讀者帶來

充滿歷史感的感慨悲涼閲讀體驗。這種筆法亦其源有自，庾信《思舊銘》實

悼羈北而死的梁元帝之孫蕭永。其中痛云：“星紀吴亡，庚辰楚滅。紀侯大

去，鄅子無歸。……駸駸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返。”④其銘未

對蕭永多作形容，而聚焦在國滅人亡的悲慨懷思之中。舊君新逝引起徐鉉

故國之悲，然已仕新朝，只能憑藉對故主的悼亡，隱微地流露人性中面對宿

命的悲劇意識。這種抒情方式自也影響到後世易代、離亂文學。

（三） 雄辭逸氣，運散入駢
梁肅概覽“唐文三變”之輪廓云：“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

燕國張公説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

州比肩而出。”⑤《唐文粹》以承此意而推申之，言燕、許二公“雄辭逸氣、丕

變習俗”⑥，更顯示出燕、許在唐文嬗變中承前啓後之功。張説之碑誌使句

用詞並不被駢偶所禁錮，而是根據敘事需要，時也化整飭爲錯落，運散行之

氣入駢。蔡世遠《古文雅正》云：“昌黎公未出以前，推燕公爲巨手，未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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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洪興祖《九辯章句》，《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年版，卷八，第 １８８頁。
陳彭年《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文集序》：“豈獨語其篇什，宜升洙泗之堂，畫彼形容，當在靈均之

廟者哉！”見《徐鉉集校注》，附録，第 ８８０頁。
《徐鉉集校注》，補遺二，第 ８３５頁。
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０年版，卷一二，第 ６８６—６９１頁。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見《全唐文》，卷五一八，第 ５２６１頁。
姚鉉《〈唐文粹〉序》，見《全宋文》，第 １３册，卷二六八，第 ２８２頁。



排偶之習，然典重矜貴，有兩漢之風味，而無六朝之綺靡，擅名一代不虚

也。”①孫梅《四六叢話·碑誌》云：“若夫格沿齊、梁，文高秦、漢，詞雄而意

古，體峻而骨堅，稱有唐之冠冕，爲昌黎所服膺者，其惟張燕公乎。”②可見張

説之碑誌雖然仍帶駢偶，然其“詞雄意古”的西漢文風，對韓愈等古文家的

碑誌寫作有著重要的影響。徐鉉《墓志銘》亦雜用散句書寫李煜死亡後趙

宋以禮葬之的過程，以及李煜個人以周孔之道治國的過程：

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殁而加飾，特詔輟朝三

日，贈太師，追封吴王。命中使莅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

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常以爲周孔之道，不

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窮先王制作

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説

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③

亦見繼承燕、許之運散入駢之筆法，雖以駢體爲主，但行文遇見需要説明性

質的語句時，雖多用四字句保持碑文典雅，然也不刻意求偶對，而是以清簡

的散句保持文氣的連貫流宕。有時駢散夾雜，前用駢句，後雜散語繼續闡

明事件經過，而顯出雄辭逸氣。

五、結　 　 論

由於李煜南唐國主之特殊身份，《吴王隴西公墓志銘》實際上是以南唐

國的興亡作爲主體敘事綫索。徐鉉在開篇即定調，南唐被趙宋所征服是天

命所歸，既淡化了李煜亡國之君的責任，又迎合了趙宋初年建構“天命所

歸”政權合法性之政治氛圍之意圖。在墓志銘中徐鉉構建了吴越國覬覦南

唐，並且挑撥南唐與趙宋的友好關係的敘事情境，將國難的責任大部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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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清）蔡世遠《古文雅正》，杭州：杭州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影印文瀾閣《四庫全書》本，第 １５２５ 册，
卷七，第 ８下。
（清）孫梅《四六叢話》，收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
册，卷一八，第 ４６１５頁。
（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 ７９４—７９５頁。



推給吴越國，也有助於減輕死者李煜的罪責，同時弱化了趙宋作爲侵略者

的主動性。然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中，趙宋原正有意滅南唐，並且脅迫吴越

一同進兵。可見徐鉉在墓志銘中，對於趙宋主動攻滅南唐事實的巧妙粉

飾，益見其立言委婉有體。而徐鉉在墓志銘中著重敘述南唐被代表“正統”

的趙宋所吞併，也源於其有意配合太宗朝對“太平”這一統治目標的追求。

徐鉉在對李煜形象與功業進行蓋棺論定時，敘述李煜對内“以古道馭

民”施行仁政，肯定了李煜治國的功績。著重李煜“孝”形象的建構，並將之

與治理國政相聯繫，這與徐鉉的政治思想有關。還突顯李煜有著良好的儒

學修養，以周孔之道治國，並且根據李煜不渝地踐行古聖的禮樂教化，推知

其“道有所在”。徐鉉還用大量篇幅建構李煜具有深厚儒學、文藝修養的形

象，隱含彰顯南唐文化，以提升入宋南臣形象地位的用意。即使是在史傳

中，往往也難逃“勝利者傳統”，往往敘述失敗的國君“不行仁政”，百姓生活

不佳，以突顯勝利之師的正義性。徐鉉對於李煜的仁政功績能夠以實筆書

之，不加毁飾，殊爲難能。該墓志銘由徐鉉來寫作，並建構李煜仁孝之主的

形象，必然有著趙宋官方政治考量下的背景。由徐鉉的墓志銘寫作活動，

促使降臣群體再次“認同”南唐被趙宋征服的歷史事實，藉之體現南臣群體

對於征服者的順從。墓志銘中對故主的德政予以肯定，也側面肯定了南唐

的士大夫群體，附帶拉攏安撫南方降臣的意味，亦有助於安撫南唐故土，以

不失去南唐故臣故民之心。墓志銘中宋太祖和宋太宗對李煜的態度有所

不同：太祖重點主要是側重戰勝者對抗命者的寬容；而用更多筆墨書寫宋

太宗對李煜的優待，同時書寫李煜去世時“撫几興悼”，也有爲準備收復北

漢與燕雲失地，作後代降主之宣傳的政治意圖。

就此篇文學技法與藝術特徵而言，徐鉉繼承張説“碑取實録”的寫作要

旨，並未一味褒揚墓主，在歸結南唐滅國原因時，指出李煜過度仁慈佞佛，

以至於綱紀紊亂、用人失當，同時“怠於周防”，對於南唐國覆應負責任。以

冷静理性態度對待並書寫，也隱含反省、惋惜、規箴之意。在墓志銘全篇末

尾，徐鉉以八句騷體描述李煜既葬勒銘的過程，以典奥淒婉之風抒發對亡

者的挽留與哀悼，且語承《楚辭》的思君傳統。徐鉉還將李煜個人命運與南

唐國運緊密聯繫，營造悲劇感與歷史感的閲讀美學。徐鉉也學習“燕許”運

散入駢之風格，雜用散句書寫李煜的儒學修養及死後的禮葬過程。雖多用

四字句保持碑文典雅，然也不刻意求偶對，有時前用駢句，後雜散語繼續闡

明事件經過，而顯出雄辭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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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勤考辨在北宋前中期，徐鉉、楊億、晏殊、歐陽修前後四代有明顯

前後傳承關係，各爲文壇盟主①。晁説之也指出北宋文化盛景實從江南而

來，並舉徐、楊、晏、歐等爲例②。張興武也指出徐鉉、楊億、歐陽修三者對於

文章之革新，是南文北進的三個階段性標誌③。孫梅《四六叢話》在概述駢

體宋代碑誌時，即推徐鉉與晏殊爲宋碑冠冕，共同具有“辭尚體要，文本性

情”以及“忠厚”的特質④，可推論晏殊碑文或亦承徐鉉筆法而來。綜上可

見徐鉉對於北宋文壇與文章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而李煜墓志銘作爲其代

表作，可據此窺見徐鉉文章具有莊重典雅、温潤含情的敘事抒情風格，同時

又能順應時代政治潮流，符合朝野政治需求，展現家國關懷。以本文爲媒

介，通過對徐鉉駢文的價值重新體認，藉之補充文學史中宋初駢文的地位

與文學史影響，明晰北宋廟堂文章倡古道、守法度、語典雅、重氣格的文學

風尚，在宋初徐鉉身上淵源有自。

（作者單位：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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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勤《從南北對峙到南北融合———宋初百年文壇演變歷程》，《文學評論》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３頁。
《曲洧舊聞》記載晁説之所論：“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

顯，二楊叔侄以詞章進……而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爲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

備，有三代風度。”（宋）朱弁：《曲洧舊聞》，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２年版，卷一，第 ９７頁。
張興武《宋初百年文學復興的歷程》，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１３頁。
孫梅云：“徐騎省撰南唐後主之碑，傷心國步，而仰惻宸襟；晏元獻撰章懿太后之碑，塗改生民，而

未契睿旨。是知辭尚體要，文本性情。將列於著作之林，必原於忠厚之至。”（清）孫梅：《四六

叢話》，收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第 ５册，卷一八，第 ４６１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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